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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居民文化资本与政治参与*

———基于上海社会质量调查数据的分析

金 桥

提要:合理有序的政治参与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本文基于
2010 年上海社会质量问卷调查的数据，比较了上海居民制度化、非制度化政
治参与情况的差异，着重分析了文化资本对于政治参与的影响作用。作为一
项探索性研究，本文区分了教育水平和文化资本，并把文化资本分为具体化、
客观化、体制化三种类型。研究发现，教育水平的提高对于制度内政治参与
的影响并不显著，但可以显著促进制度外政治参与。文化资本，尤其是具体
化文化资本对两类政治参与均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
关键词:教育 文化资本 制度内政治参与 制度外政治参与

一、问题的提出

1968 年，亨廷顿( Samuel P． Huntington) 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
序》一书中提出一个著名的论断，即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会带来政治
参与的扩大，进而增加政治动荡的可能性。在他所列出的影响因素链
条中，识字率与教育水平的提高是不容忽视的因素。在他看来，识字率
和教育水平的提高，会提高人们的愿望和期待，“而如果这些愿望和期
待不能得以满足，就会刺激个人和集团投身于政治”( 亨廷顿，1989:
44) 。借助多个发展中国家的数据，他证明了教育的提高与政治不稳
定之间存在的相关性。亨廷顿的这一论断后来发展出一个相关的命
题: 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人，其影响政策的能力感较强，同时具有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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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治参与水平( 亨廷顿、多明格斯，1996: 189) 。
尽管不是直接针对亨廷顿，但布迪厄( Pierre Bourdieu) 并不同意以

这种简单的数量分析就足以反映出社会的深层事实。在他以法国社会
为分析对象的《区隔》一书中，布迪厄提出，教育资本并不等同于特殊
的政治能力( Bourdieu，1984 /1979: 408 ) ，因而教育水平的提高并不必
然带来政治能力的提高。他认为，要真正理解政治实践或政治观点，必
须要深入到其社会根源之中( Bourdieu，1984 /1979: 439 ) 。在他看来，
这种社会根源就是人们所处的阶级地位，不同的社会地位可能对应了

不同的资本构成和总量，这种资本占有上的差异会在更大程度上影响

人们的政治行为。布迪厄区分出一种与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并列的文
化资本概念，并探讨了其与不同投票行为之间的关系。文化资本的概
念不能简化为教育水平，而只考虑教育水平与政治参与行为之间的关

系也是远远不够的，这就给后来者提出了如何看待文化资本与政治参

与之间关系的问题。
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经验又如何呢? 一方面，1949 年之后，中国

人口的识字率、教育水平都在不断提高。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文
盲率自 1964 年的 33. 58%下降到 2010 年的 4. 08%，具有高中、大学文
化程度的人口比例分别自 2000 年的 11. 1%、3. 6%上升到 2010 年的
14. 0%、8. 9% ( 国家统计局网，2011 － 4 － 28) 。而在社会秩序方面，尤
其是改革开放进程持续一段时间之后，各种性质和形态的社会矛盾都

呈现出逐步上升的态势( 胡联合等，2006 ) ; 无论是信访数量还是群体
性事件的数量，总体上也都在不断上升( 童星，2009 ) 。如此经济社会
发展与社会秩序的局面，使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亨廷顿数十年前提出

的论断，即教育水平的提高是否带来了更高的政治参与需求，而这种需

求又是否没有得到很好的满足从而部分地导致社会动荡。另一方面，
改革开放的历程同样带来了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巨大变化，“阶
层固化”的问题已经不局限于社会学家们的探讨( 孙立平，2003; 陆学
艺主编，2004) ，开始进入到主流话语和公众视野中。有研究显示，文
化资本已经成为区分不同阶层的界限之一，可能影响人们的各种社会

经济活动( Wang et al. ，2006) ，并对社会地位获得产生积极的影响( 仇
立平、肖日葵，2011) ，从而显示了文化资本视角的解释力。因而，在当
今中国，考察比教育水平内涵更为丰富的文化资本与政治参与乃至政

治稳定之间的关系，既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又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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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上述思路，运用 2010 年上海社会质量调查的有关数据，本文
将重点探讨当前中国社会中文化资本与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尝试回

答不同形态的文化资本如何影响制度内、制度外政治参与行为的问题。

二、已有的研究

政治参与概念有广义、狭义之分。亨廷顿给出了一种较为宽泛的
界定，认为政治参与是平民试图影响政府的所有行动，不论这一行动是

否合法、是否使用暴力、是否有效果、是否群体性参与，以及是否表现出
自愿性特征( 亨廷顿、多明格斯，1996: 188 － 189 ) 。他也由此区分出自
主参与和动员参与、合法参与和不合法参与等这些重要类别。① 诺曼
·尼( Norman H． Nie) 、西德尼·伏巴( Sidney Verba) 等学者则持一种
相对较为狭窄而明确的意见，将政治参与视为“平民或多或少以影响
政府人员的选择及( 或) 他们采取的行动为直接目的而进行的合法行

动”( 尼、伏巴，1996: 290 ) 。这一界定的特点有二: 一是强调政治参与
是自主参与，不包括动员参与; 二是明确提出只关注合法参与，不关注

非法参与。本文接受广义的政治参与概念，并认同亨廷顿的解释: 在试
图影响政府的目标下，合法参与、不合法参与都只是行动者的手段，彼
此间可以互换; 而动员参与、自主参与的因素也可能同时并存于行动者
个体身上，界限并不明显( 亨廷顿、纳尔逊，1989: 9、14) 。
相比政治参与，文化资本的概念没有很大的争议，尽管在其创造者

那里，仍存在另外的语义含糊问题。在《区隔》中，布迪厄( Bourdieu，
1984 /1979: 17、271) 所提出的文化资本概念基本上是与上层人群相对
应的，体现为显示上层阶级身份的各种风格、品味、行为、惯习和态度
等。按照其后来的概括，文化资本可以具体化、客观化、体制化三种状
态存在，分别体现为精神和身体的持久“性情”、文化商品及区分文化
资本高低并为之提供庇护的原始资产( 如教育资格) 三种形式( 布尔迪

厄，1997: 192 － 193) 。其中，第一种形式的文化资本最为重要，它是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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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不同的文献中，自主参与可能被称为自动参与; 而与动员参与类似的说法还有支持式
参与、仪式性参与等。合法 /不合法参与有时又被称为制度性 /非制度性参与、制度度 /制
度外参与。参见蒲岛郁夫，1989: 6 － 10。



外两种文化资本的基础。本文主要参照了布迪厄的分类方式，但在运
用范围上有所扩展，认为文化资本的影响并不仅仅局限于上层阶级。
如前所述，亨廷顿初步揭示了教育水平与政治参与之间的相关性，

这激发了许多后续研究考察这一问题在不同国家的展现形式，并在以

选举投票为主的制度内政治参与方面提供了或正或反的证据( Verba et
al．，1978，1995;Wolfinger ＆ Rosenstone，1980; Teixeira，1987; 蒲岛郁夫，
1989: 79; Bahry ＆ Silver，1990; Kuenzi，2006) 。制度外政治参与的研究
较少量化分析，且很大程度上集中于集体行动、社会运动研究领域。无
论是资源动员理论( McCarthy ＆ Zald，1973 ) 还是政治过程理论( Mc-
Adam，1982) ，均认为教育水平的提高有助于直接或间接增加参与社会
运动的可能性; 教育因素也往往是研究者思考框架中不可或缺的结构

条件之一。
且不论亨廷顿的观点是否得到了验证，一定意义上，其教育发展带

来政治参与扩大的命题可以被看作政治现代化理论中的一部分。现代
化理论认为教育会促进个体层面上行为的改变，读写能力的提高与大

众传媒的影响会带来意识的改变，与工业化、城市化等因素共同促进民
主政体的形成( Hadenius，1992: 78 － 79) 。但布迪厄文化资本概念的提
出，事实上构成了对政治现代化理论的挑战。布迪厄看到，即使是在法
国这样的现代化程度很高的国家，依然存在着相对固化的阶级阶层结

构，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并不意味着参政能力的提高，包括文化资本在

内的各类资本形塑着阶级之间的界限，并影响人们的投票倾向( Bour-
dieu，1984 /1979: 438) 。因而，对于理解人们的政治实践，文化资本比
教育水平具有更大的意义。
尽管布迪厄提出了文化资本与政治实践之间关系的问题，但这方

面的经验研究却较为少见，更多有关文化资本的研究集中于社会分层

领域的阶级区分、地位获得等问题( DiMaggio，1982; DiMaggio ＆ Mohr，
1985; Lareau，1987) 。在临近的政治文化研究领域，学者们关注不同的
政治文化、政治教育与知识对人们的政治态度和参与行为所产生的影
响( 阿尔蒙德、维伯，1989; Finkel，2002; Howe，2006 ) ，但二者的分析逻
辑并不尽相同。几位美国学者的研究直接涉及了文化资本与政治参与
之间的关系( Friedland et al．，2007) 。运用 2000 年美国的一项调查数
据，他们发现地位的分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品味的模式，而在公民行

为、政治意识形态和品味文化的社会地位之间，存在明显的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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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分析资本的总量还是构成，公民和政治参与行为都主要聚集在

中等层次上，也就是说并非文化资本越多，政治参与的水平越高。
国内有关政治参与的定量研究几乎都将教育水平作为一个基本的

影响变量，或至少视为基本人口特征或社会经济地位的一部分( 李培

林等，2005; 冯仕政，2007 ) 。大部分研究并没有证明教育水平对政治
参与的正向影响( 胡荣，2006; 周林刚，2008; 蔡禾等，2009; 万斌、章秀
英，2010) ，甚至提出负向影响关系的可能性( 孙永芬，2008 ) 。胡荣
( 2008) 发现，无论是在制度化程度最高的选举参与方面，还是在制度
化程度最低的维权抗争方面，不同层次教育水平的影响大都不具有统

计显著性; 只有在制度化程度为中等的利益表达方面，受教育程度才表

现出一种正向影响并具有统计显著性，但在加入其他社会资本变量之

后，这种统计显著性也消失了。王丽萍、方然( 2010 ) 则发现在投票方
面，教育程度越高，村 /居选举的投票率越低; 而在其他政治参与方面，
体现出教育程度越高，参与率越高的可能趋势。
教育的影响尽管不会被忽略，但文化资本的视角尚未被引入国内

政治参与研究领域。在为数不多的实证研究中，除了考察文化资本与
社会资本的关系( 李煜，2001) 之外，其他研究均集中于社会分层领域。
王绍光、戴维思( D． Davis) 和边燕杰( Wang et al．，2006) 发现中国城市
在文化品位和文化消费方面已出现阶层间的差异，认为以分化的文化

知识或欣赏高级文化产品的能力为表现形式的文化资本有助于个体参

与各种社会经济活动。吴愈晓的研究证实了文化资本对子女教育获得
的积极作用，认为中国同时存在文化再生产和文化流动两种模型，且文

化资本的作用在不同时期随着宏观政治过程的变化而有所不同( Wu，
2008) 。仇立平( 2010: 132 － 133 ) 发现文化资本的积累对于社会阶层
的向上流动具有积极作用，可以促进阶层的认同，而拥有较高身体化文

化资本的人，①更倾向于遵守法律和制度，能够约束自己的行为，因而

有助于社会稳定。在最新的一项研究中，仇立平、肖日葵( 2011 ) 运用
上海数据证实了广义文化资本对教育地位获得、社会地位获得的正向
影响。虽然没有直接考察文化资本对政治参与的影响关系，但王绍光、
仇立平等学者的研究已经初步展现了这种影响存在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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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身体化文化资本，亦谓具体化文化资本，表现为一种身体、精神上的持久“性情”，蕴含于
布迪厄所讲的“惯习”之中。



综观以上研究成果，政治参与研究领域中普遍注意到了教育水平

对政治参与的影响作用，有关政治文化与政治参与之间关系的研究也

较为多见。然而，一方面，有关教育影响的大量研究展现出了不一致甚
至相互矛盾的结论，教育水平也不能全然替代布迪厄意义上的文化资

本概念; 另一方面，政治文化概念可能掩盖了不同阶级、阶层之间文化
品位与观念的差异，也不能替代文化资本的分析意义。而在布迪厄提
出文化资本概念之后的相关研究中，专门关注文化资本与政治参与的

成果却不多见。作为一项探索性的研究，本文尝试从文化资本视角对
当前上海居民的政治参与现象展开分析，试图达到两方面的目的: 一是

不局限于教育程度，运用内涵更为丰富的文化资本概念了解人们的政

治参与状况，以回应亨廷顿的论断是否依然适用的问题; 二是承接前人

研究中初步展现的文化资本影响政治行为的脉络，分析不同类型的文

化资本是否以及如何对政治参与发挥影响。

三、研究设计

( 一) 研究假设

根据以上对理论与实证研究的梳理，本文的研究假设围绕着“文
化资本如何影响政治参与”这一问题展开。
亨廷顿等学者认为，教育水平的提高会带来政治参与水平的提高

( 亨廷顿，1989: 44) 。尽管这一论断并未得到中国实证数据的支持( 如
胡荣，2008; 万斌等，2010) ，但这里仍按照亨廷顿的观点提出假设 1。
假设 1: 教育水平越高，则政治参与的水平也越高。
政治参与可以分为制度内、制度外两类，因此后文会分别测量教育

水平对制度内、制度外政治参与的影响。
在布迪厄看来，教育水平是体制化文化资本的一种体现，因而文化

资本的外延要大于教育水平，而教育水平可以被看作文化资本的一部

分。但为了细致考察教育水平与文化资本的差别，本文把教育水平从
文化资本的概念范畴内剥离出来( 参见后文有关自变量介绍的内容) 。
结合布迪厄等学者的研究，本文假设剔除教育水平之后的文化资本存

量，仍然会对政治参与水平产生正向影响，即假设 2。
假设 2: 文化资本( 不包括教育水平) 越多，则政治参与的水平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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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高。
考虑到不同类型的文化资本并不具有高度的一致性，难以互相替

代，因而后文参考了布迪厄的类型划分方式，将文化资本划分为具体

化、客观化、体制化三类，而三类文化资本对制度内、制度外政治参与的
不同影响也将区分测量。

( 二) 数据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是上海大学上海社会科学调查中心于 2010 年
6 － 8 月组织收集的“世博与上海社会质量”问卷调查数据。这一调查
的对象是上海城市常住居民中 18 － 69 周岁的成年人( 含 18、69 岁) 。
所采用的抽样方法是多阶段抽样，首先在上海市使用 PPS 法抽取了 12
个区 34 个街道的 43 个居委会样本，然后在每个抽中的居委会中用简
单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 30 户家庭地址，之后由经过培训的访员运用随
机数表进行可能的户抽样( 适合一个地址多户居住的情况) ，最后通过

生日法( 最接近 7 月 1 日) 在所有 18 － 69 岁的家庭成员中选取 1 人作
为最终的调查对象。访问的方式为入户面访。最终获得有效问卷
1203 份。调查对象中，男性占比 49. 13%，平均年龄 43. 65 岁( 标准差
为 13. 74) ; 上海户籍比例为 79. 93% ; 个人平均年收入为 37390 元( 标
准差 63787. 85) 。样本的教育与职业的分布情况参见表 1。

表 1 调查对象的教育与职业分布情况

变量 数量 % 变 量 数量 %

教育水平 职业

没有接受正式教育 13 1. 08 机关单位负责人 51 4. 41

小学 50 4. 16 专业技术人员 269 23. 25

初中 275 22. 86 办事人员 262 22. 64

高中 372 30. 92 商业服务人员 362 31. 29

大专 239 19. 87 工人及其他 213 18. 41

本科 218 18. 12

研究生及以上 36 2. 99

( 三) 因变量

本研究的因变量即“政治参与”，区分为制度内、制度外政治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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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类型。
当前我国制度内政治参与的方式主要是选举投票，包括人大代表

选举投票、城乡基层自治组织选举投票等。对于何种指标更适合测量
制度内政治参与的问题，国内现有的研究并无定论。既有把村 /居委会
换届选举作为重要指标的较多的做法( 如李骏，2009; 王丽萍等，
2010) ，也有刻意回避村居选举而以人大代表选举为基本指标的研究
( 胡荣，2008; 孙秀林，2010) 。笔者认为，相对来说，村居选举仍是城乡
居民最为普遍的一种参与方式，其所体现的居民自治的特征总体上也

在加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居民的意愿。另一方面，人大代表选举
过程中，同样无法避免组织动员的因素。只能说当前并没有最好的惟
一测量指标，尽可能以多种指标对制度内政治参与进行综合测量当是

相对较好的选择。限于数据，本文选择“是否参加了最近一次的村委
会或居委会换届选举投票”作为制度内政治参与的测量指标，包括“曾
经参与”、“没有参与”两个选项，分别赋值“1”和“0”，生成制度内政治
参与的新变量。调查显示，上海居民曾参与投票的比例为 51. 29% ( N
=1201，参见表 3) 。与有关 2009 年上海村 /居委会换届选举的一些官
方公开数据( 周其俊，2009) 相比，本次调查显示的投票率比较低，但与
其他学者的全国调查数据结果( 51. 33% ) 非常相近( 王丽萍、方然，
2010) ，而高于其他的上海调查数据( 刘玉照等，2011) 。
相对而言，制度外政治参与的方式更加复杂。本次调查询问了五

个方面的内容，分别是: 在请愿书上签名、参与抵制行动、参与游行、上
访、网上政治行动。尽管信访制度也是一种名义上合法的、制度化的民
意表达渠道，但在当前各级政府以降低上访率为维稳目标的情况下，上

访反而可能成为冲突的源泉( 于建嵘，2003 ) ，因此这里把上访也作为
制度外政治参与的一种渠道。“参与游行”的情况与“上访”相似。此
外，对于“在请愿书上签名、参与抵制行动、网上政治行动”这几种方
式，尽管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则保证其合法性，但政府也并没有明令禁

止。这五种方式在参与者的主动性、参与的风险、激烈程度等方面均有
不同。相对来说，签名行为较为理性，网上政治行动的风险相对较低，
而抵制、上访、游行三种行为的风险较大，需要参加者更加主动，且往往
带有更强的感性色彩( 张云武、杨宇麟，2009 ) 。上海居民五种制度外
政治参与的分布情况参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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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制度外政治参与的分布情况

行动内容 参与比例( % ) N

在请愿书上签名 6. 57 1203

参与抵制行动 4. 41 1203

参与游行 3. 66 1203

上访 3. 57 1203

网上政治行动 1. 75 1202

考虑到不同行为间的差异，并参照其他研究的处理方式( 王丽萍、
方然，2010) ，本文对制度外政治参与行为进行了转换处理。如果没有
参加过任何一种制度外政治活动，赋值为“0”。“在请愿书上签名”、
“网上政治行动”作为同一层次程度较弱的政治行为，如果参加了其中
任何一种，则赋值为“1”。“参与抵制行动”、“参与游行”、“上访”作为
程度更强烈的政治行为，如果参加了其中任何一种，则赋值为“2”。对
于极少数同时参与了两类行动的情况，同样赋值为“2”。两个变量的
比例情况如表 3 所示。

表 3 转化后的制度内、外政治参与变量

变量名 变量取值 数量 百分比

制度内参与 不参与( 0) 585 48. 71

参 与( 1) 616 51. 29

制度外参与 不参与( 0) 1032 83. 86

弱参与( 1) 56 4. 66

强参与( 2) 114 9. 48

( 四) 自变量

文化资本是本文最主要的自变量。在《区隔: 趣味判断的社会批
判》中，布迪厄( Bourdieu，1984 /1979: 17、271 ) 所提出的文化资本概念
基本上是与上层人群相对应的，体现为显示上层阶级身份的各种风格、
品味、行为、惯习和态度等，文化资本、经济资本的拥有与分布状况影响
着人们社会地位的高低。按照其后来的概括，文化资本可以三种形式
存在:“( 1) 具体的状态，以精神和身体的持久‘性情’的形式; ( 2) 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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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状态，以文化商品的形式( 图片、书籍、词典、工具、机器等等) ，这些
商品是理论留下的痕迹或理论的具体显现，或是对这些理论、问题的批
判，等等; ( 3) 体制的状态，以一种客观化的形式，这一形式必须被区别
对待( 就像我们在教育资格中观察到的那样) ，因为这种形式赋予文化

资本一种完全是原始性的资产，而文化资本正是受到了这笔财产的庇

护”( 布尔迪厄，1997: 192 － 193 ) 。其中，第一种形式的文化资本最为
重要，它是其他两种形式的文化资本的基础。本文主要参照了布迪厄
的分类方式，但在运用范围上有所扩展，认为文化资本的影响并不仅仅

局限于上层阶级。如果把文化资本理解为一种文化品味，很难测量不
同阶级地位的品味差异( Peterson，2005) ，不同学者的操作化策略也并
不统一。鉴于其测量标准较为模糊，本文使用了更为稳妥的综合指标
对文化资本加以测量，主要根据布迪厄对文化资本三种存在形式的阐

述( 布尔迪厄，1997: 192 － 193) ，并参照仇立平( 2010: 51) 的分析方式，
试图区分出具体化、客观化、体制化文化资本，并分别考察其对于政治
参与的影响。理论上说，三类文化资本之间必然存在相关性，但并不能
互相替代，尤其是在快速变迁的社会中，三者不一致的情况会更加明

显。相对而言，客观化文化资本的变化更为容易、快速，具体化文化资
本反之，体制化文化资本则介于二者之间。
具体化文化资本表现为一种身体、精神上的持久“性情”，蕴含于

布迪厄所讲的“惯习”之中。家庭文化环境与具体化文化资本的形成
关系密切，且这种家庭的影响更多体现在青少年时期。而且，由于文化
资本具有累积性与影响持久的特点，因此通过对青少年时期情况的考

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对目前情况的认识。在问卷中主要通过询问
调查对象 14 岁以前是否参加各种文化活动及父母的影响对具体化文
化资本进行测量，具体的回答情况参见表 4。表中的每种情况都有
“是”、“否”两个选项，分别赋值 1、0。将全部 12 种情况的分值加总，得
到一个新的连续变量，其取值范围是 0 － 12。调查对象的总分值越高，
意味着家庭文化环境对其青少年时期的正面影响越大，因而拥有更高

水平的具体化文化资本。
客观化文化资本表现为特定的可直接转化为经济资本的文化产

品，如书籍、绘画、古董、器具、收藏品等。在问卷中以 14 岁以前家中是
否有某些类别的物品作为主要的衡量指标，调查对象的选择情况如表

5 所示。同样将“是”、“否”选项分别赋值 0、1，加总后得到新的连续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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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14 岁以前曾有以下事项的比例

内 容 % N

观看童话剧、文化演出 48. 46 1203

参观艺术展览 36. 41 1203

参观博物馆 45. 80 1203

到国内外旅游 22. 11 1203

参加各类艺术班琴棋书画等 20. 62 1203

参加各类补习班或请补习老师 23. 96 1202

参加各类兴趣班活动如航模等 23. 79 1202

父母看书或阅报 61. 81 1202

父母在书桌上写文章 32. 61 1202

听音乐、演唱会 24. 38 1202

去文化场馆如图书馆等 37. 99 1203

逛书展、听讲座 28. 84 1203

表 5 14 岁以前家中有以下物品的比例

内 容 % N

电脑 6. 52 1196

地图册、地球仪 53. 88 1197

各种字典包括电子字典 77. 27 1201

少儿读物 65. 25 1200

书桌、书房 38. 19 1202

集邮、图画、书法作品 28. 11 1199

雕塑、摄影作品 9. 09 1199

古玩等较珍贵收藏品 6. 01 1198

量，取值范围是 0 － 8。问题设计的思路是: 调查对象 14 岁以前家中拥
有的各类物品越多，则其客观化文化资本越多。
体制化文化资本是通过某种制度渠道使等级差异得以合法化的文

化技能、文化知识、文化素养等，如各类正式教育的文凭、资格证书等。
这里以受教育水平和专业技术资格证书作为体制化文化资本的衡量指

标。调查对象教育水平的情况参见表 1。教育水平本为定序变量，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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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赋值转换成了“受教育年限”这一定距变量，赋值方式为:“没有接受
正式教育”= 0，“小学”= 6，“初中”= 9，“高中”= 12，“大专”= 15，“本
科”= 16，“研究生及以上”= 19。受教育年限的平价值为 12. 47，标准
差为 3. 33( N = 1203) 。目前是否获得专业技术资格证书( 执业资格)
为二分变量( 0 =无，1 =有) ，有 1 本及以上专业技术资格证书的比例
为 54. 17% ( N =1126) 。尽管教育水平与专业技术资格都作为体制化
文化资本的衡量指标，但在后面的分析中会把教育水平独立出来，这是

为了考察其与文化资本之间的差异。
除了文化资本这一主要自变量外，还有其他一些控制变量，包括性

别、年龄、年龄的平方、户籍、收入( 单位: 千元) 、收入的平方、职业。性
别、户籍、职业均为定类变量，各自的参考类别是女性、外地户籍、工人及
其他职业( 包括产业工人、农民和未分类职业) 。其他变量为定距变量。
而之所以增加年龄平方、收入平方两个变量，主要是为了更精确地考察
年龄、收入的增加对政治参与水平是否存在 U型或倒 U型的影响。
对以上主要自变量的相关分析显示，大部分变量之间存在不同程

度的相关关系，户籍与年龄( r = 0. 344) 、教育与年龄( r = － 0. 374 ) 、具
体化文化资本与年龄( r = － 0. 349 ) 、客观化文化资本与年龄( r = －
0. 378) 、教育与职业( r = 0. 459) 、资格证书与职业( r = 0. 356 ) 、具体化
文化资本与教育( r = 0. 420) 、客观化文化资本与教育( r = 0. 399) 、资格
证书与教育( r = 0. 406 ) 、具体化文化资本与客观化文化资本( r =
0. 588) 的相关系数均较高。由于具体化文化资本比较接近于一种心
理现象，不同于表现出来的社会行为，故其与其他文化资本变量的相关

性较高。在后文的分析中，将特别关注这种相关性所带来的影响。

四、研究结果

由于因变量的性质不同，本文分别采取 binary logistic 回归模型和
ordered logistic模型对制度内、制度外政治参与问题进行估计，并分别
设计了三个模型。回归分析的结果参见表 6、表 7。模型 1 － 3( 表 6) 是
针对制度内参与的分析，模型 1 放入了主要的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
龄、年龄平方、户籍、收入、收入平方及职业，模型 2 增加了受教育年限，
模型 3 更增加了其他文化资本的变量。模型 4 － 6( 表 7) 是针对制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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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制度内政治参与( 因变量:参与 /不参与) 的
回归分析( Logistic模型)

自变量 模型 1EXP( β) 模型 2EXP( β) 模型 3EXP( β)

性别a . 724＊＊ . 724＊＊ . 733＊＊

［. 097］ ［. 097］ ［. 101］
年龄 1. 060 1. 060 1. 093＊＊

［. 040］ ［. 041］ ［. 044］
年龄平方 1. 000 1. 000 1. 000

［. 0004］ ［. 0004］ ［. 0004］
户籍b 4. 610＊＊＊＊ 4. 612＊＊＊＊ 4. 160＊＊＊＊

［. 902］ ［. 939］ ［. 875］
收入 . 998 . 998 . 998

［. 002］ ［. 002］ ［. 002］
收入平方 1. 000 1. 000 1. 000

［1. 97e］ ［2. 02e］ ［2. 08e］
职业c

商业服务业人员 . 868 . 868 . 854
［. 173］ ［. 174］ ［. 174］

办事人员 . 810 . 811 . 752
［. 172］ ［. 179］ ［. 170］

专业技术人员 . 880 . 880 . 797
［. 187］ ［. 198］ ［. 186］

机关单位负责人 . 904 . 905 . 965
［. 315］ ［. 323］ ［. 358］

文化资本

受教育年限 1. 000 . 972
［. 028］ ［. 028］

具体化文化资本 1. 064＊＊＊

［. 026］
客观化文化资本 1. 025

［. 048］
体制化文化资本d 1. 237

［. 189］
Constant － 2. 896＊＊＊＊ － 2. 893＊＊＊ － 3. 635＊＊＊＊

［. 818］ ［. 921］ ［. 965］
N 1117 1117 1095
LR chi2 198. 12 198. 12 212. 52
Log Likelihood － 673. 83＊＊＊＊ － 673. 83＊＊＊＊ － 651. 55＊＊＊＊

注: ［］内为标准误;

＊＊p ＜ 0. 05，＊＊＊p ＜ 0. 01，＊＊＊＊p ＜ 0. 001;

a．参考类别为女性; b．参考类别为外地户籍; c．参考类别为“工人及其他”;

d．参考类别为“没有资格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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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制度外政治参与( 因变量:强参与 /弱参与 /不参与) 的
回归分析( Ologit模型)

自变量 模型 4EXP( β) 模型 5EXP( β) 模型 6EXP( β)

性别a . 995 . 965 . 965
［. 176］ ［. 171］ ［. 175］

年龄 . 895＊＊ . 910＊＊ . 939
［. 042］ ［. 043］ ［. 046］

年龄平方 1. 001＊＊ 1. 001＊＊ 1. 001
［. 001］ ［. 001］ ［. 001］

户籍b . 853 . 745 . 602＊＊

［. 192］ ［. 173］ ［. 146］
收入 1. 007＊＊＊ 1. 005＊＊ 1. 004

［. 002］ ［. 002］ ［. 003］
收入平方 1. 000＊＊ 1. 000* 1. 000

［2. 06e］ ［2. 02e］ ［2. 03e］
职业c

商业服务业人员 1. 275 1. 211 1. 214
［. 377］ ［. 358］ ［. 368］

办事人员 1. 244 1. 016 . 984
［. 385］ ［. 328］ ［. 325］

专业技术人员 1. 671* 1. 305 1. 178
［. 493］ ［. 413］ ［. 385］

机关单位负责人 2. 263* 1. 739 1. 589
［. 955］ ［. 766］ ［. 724］

文化资本

受教育年限 1. 081＊＊ 1. 027
［. 040］ ［. 040］

具体化文化资本 1. 092＊＊＊

［. 034］
客观化文化资本 1. 030

［. 063］
体制化文化资本d 1. 566＊＊

［. 334］
结点 1 － . 020 1. 124 1. 823

［. 975］ ［1. 128］ ［1. 173］
结点 2 . 391 1. 537 2. 252

［. 976］ ［1. 129］ ［1. 174］
N 1117 1117 1096
LR chi2 22. 52 27. 16 44. 42
Log Likelihood － 538. 03＊＊ － 535. 71＊＊＊ － 517. 38＊＊＊＊

注: ［］内为标准误;

* p ＜ 0. 1，＊＊ p ＜ 0. 05，＊＊＊ p ＜ 0. 01，＊＊＊＊ p ＜ 0. 001;

a．参考类别为女性; b．参考类别为外地户籍; c．参考类别为“工人及其他”;

d．参考类别为“没有技术资格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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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的分析，模型 4 仅包括控制变量，模型 5 增加了教育变量，模型 6
则包括了所有的文化资本变量。所有模型均具有一定的解释力，随着
变量的增加，其解释力也不断增长。相对来说，制度外参与的三个模型
所能解释的 R2 值比较小，模型 4 只在 0. 05 的水平上显著，模型 5 在
0. 01 的水平上显著，而增加了全部文化资本变量的模型 6 显著水平最
高。模型 1 － 3 和模型 6 均在 0. 001 的水平上显著。

( 一) 文化资本与制度内政治参与

模型 1 显示，性别、户籍对制度内政治参与有明显的影响作用，这
种影响在增加了新的文化资本变量之后依然存在。在模型 3 中，性别
的 EXP值是 0. 733，说明与女性相比，男性参与村居选举活动的可能性
降低了约 26. 7%。户籍的 EXP 值为 4. 160，意味着与外地户籍相比，
上海本地户籍居民参与村居选举的可能性大约高出 3. 16 倍。年龄因
素在模型 3 中变得显著，其 EXP 值为 1. 093，亦即年龄每增长 1 岁，参
加选举的可能性增加 9. 3% ( 见表 6) 。
分析显示，受教育年限与制度内政治参与的关系并不明显，增添了

教育因素的模型 2 与模型 1 的解释力几乎完全相同。同时在模型 2
中，教育的影响在统计意义上并不显著。因此，仅就制度内政治参与而
言，假设 1 并没有得到证实，即教育水平的提高并没有带来政治参与水
平的明显上升。
然而，教育之外的其他文化资本变量对制度内政治参与体现出明

显的影响作用。模型 3 的对数似然比( log likelihood) 为 － 651. 55，比模
型 2 有所增加，表示其解释力也有所增强。在三类文化资本中，具体化
文化资本的影响作用在 0. 01 的水平上显著，其 EXP 值为 1. 064，意味
着对于以村居投票为代表的制度内政治参与而言，个人拥有的具体化

文化资本每增加一个单位，从不参与到参与的可能性增加了约 6. 4%
( 见表 6) 。客观化、体制化文化资本对于制度内政治参与的影响则并
不显著。分析结果显示，对于制度内政治参与来说，假设 2 在一定程度
上得到了验证，即具体化文化资本的增加，会带来制度内政治参与水平

的提高。

( 二) 文化资本与制度外政治参与

在模型 4 － 6 中( 见表 7) ，对制度内政治参与有明显影响的性别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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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不再具有统计意义上的显著影响。模型 4 显示，年龄、年龄平方的系
数均在 0. 05 的水平上显著，尽管总体上年龄的增加会降低制度外参与
的可能性，但这种影响近似于一种 U 型，即中年人参与的可能性或最
低。户籍因素仅在模型 6 中在 0. 05 的水平上显著，意味着与外地户籍
相比，本地户籍居民参加制度外政治活动的可能性更低。在模型 4 中，
收入、收入平方的影响分别在 0. 01、0. 05 的水平上显著，回归系数显示
这种影响近似于倒 U型，也就是说收入水平的提高会带来更高的参与
水平，但可能是收入中等的人参与水平最高。此外，与“工人及其他”
职业相比，专业技术人员参与到制度外政治活动的可能性高出

67. 1%，而机关单位负责人制度外参与的可能性则高出了 1. 263 倍。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职业间的差异仅在 0. 1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在增加了受教育年限之后，模型 5 的解释力有所增加( 对数似然

比为 － 535. 71) ，意味着教育因素有助于更好地解释制度外政治参与。
受教育年限的回归系数为正值，在 0. 05 的水平上具有统计上的显著
性，其 EXP值为 1. 081，说明受教育年限每增加 1 年，制度外参与的可
能性将增加 8. 1% ( 见表 7) 。不过，增加了教育变量后，不同职业之间
的差异变得不再显著。由于教育与职业等级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
教育水平更高的人更可能成为专业技术人员和机关单位负责人，因而，

教育变量的引入，一定程度上消解了职业的解释力。
其他文化资本变量也明显增强了模型的解释力，与模型 5 相比，模

型 6 的对数似然比及卡方值都有所增强。三种文化资本的类型中，具
体化文化资本、体制化文化资本分别在 0. 01、0. 05 的水平上显著，客观
化文化资本的影响则仍不具有统计意义。具体化文化资本的 EXP 值
是 1. 092，意味着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具体化文化资本较高一组
的制度外政治参与的发生比是相邻较低一组发生比的 1. 092 倍。体制
化文化资本的 EXP值是 1. 566，意味着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条件下，与没
有技术资格证书的人相比，有资格证书的人参加制度外政治行为的发

生比约高出 1. 566 倍( 见表 7) 。
模型 6 显示，在增加了三种文化资本变量之后，教育的解释力不再

具有统计显著性，这显示出文化资本与教育水平相关性的影响。具体
化文化资本体现为更高的文化素养，体制化文化资本则以技术资格证

书的有无为衡量标准，二者都与受教育水平的高低存在关联。教育水
平的提高，可能会同时带来个人综合素养的提高与资格证书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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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过来，较高的文化素养也可能促进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尽管存在
这种相关性，但文化资本的解释力明显更强于教育，文化资本因而也无

法为教育水平所替代。
分析结果显示，就制度外政治参与而言，假设 1 得到了证实，即教

育水平的提高，带来了更高的参与水平。假设 2 同样在一定程度上得
到了证实，文化资本对制度外政治参与有一定的正向影响，尤其是具体

化、体制化文化资本。

五、结论与讨论

借助 2010 年在上海收集的一项数据，本文探讨了文化资本对政治
参与的影响问题。研究发现，就上海社会而言，尽管教育水平的提高对
制度内政治参与的影响并不明显，但更高教育水平的人有更大的可能

性参与到各种制度外政治活动中。教育水平是文化资本的一部分，而
排除了教育水平之后的其他文化资本变量显示出对政治参与较为显著

的正向影响，即文化资本越高，制度内、制度外政治参与的水平越高。
因而可以说，一方面，文化资本确实与教育水平有所不同，对于理解上

海城市政治参与的差异，文化资本比教育水平有更大的解释力; 另一方

面，在上海居民的政治参与行为中，文化资本的影响是促进性的，即拥

有更多文化资本的人，更倾向于利用各种政治参与渠道表达自己的

意见。
本文有关教育水平与制度内政治参与之间关系的结论与国内诸多

学者的研究结果相一致( 胡荣，2006、2008; 周林刚，2008; 孙秀林，2010;
万斌、章秀英，2010 ) 。但在教育水平与制度外政治参与的关系方面，
虽然本文的发现与部分学者的研究结果相似( 王丽萍、方然，2010) ，却
不同于另一些学者的结论( 胡荣，2008; 蔡禾等，2009 ) 。对于这种差
异，一方面仍需要开展更细致的、总体代表性更高的调查研究，但或许
更重要的是进一步反思亨廷顿的论断在当前中国的有效性问题。本文
的分析部分印证了亨廷顿的论断，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教

育水平的提高、政治需求的增加、制度外政治参与水平的上升及政治不
稳定之间可能存在某种关联。
本文主要的学术价值在于对文化资本与政治参与之间关系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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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分析。前人的研究已经涉及了文化资本与政治行为的关系问题
( Bourdieu，1984 /1979; Friedland et al．，2007) ，本文进一步论证了文化
资本对政治参与的实际影响。国内学者发现，拥有较高身体化文化资
本( 即具体化文化资本) 的人，更倾向于遵守法律和制度，因而有助于

社会稳定( 仇立平，2010: 133 ) 。但正如前文中模型 3、模型 6 所显示
的，具体化文化资本的增加对于制度内、制度外政治参与程度的提高均
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如果说制度内政治参与水平的提高意味着对法
律、制度的尊重，而制度外政治参与程度的上升意味着对现有法律、制
度的不满与挑战，那么，本文的分析还不能得出拥有更高具体化文化资

本的人只会更多地参与制度内政治活动因而更倾向于遵守法律制度的

确定结论。与教育的影响不同，具体化文化资本的增加对两类政治参
与的影响方向是一致的，这种影响方式看起来存在矛盾，既尊重制度又

挑战制度的倾向同时并存，为什么存在矛盾，需要进一步的解释，而其

对于当今中国的意义也尚待深思。一种可能性是，随着具体化文化资
本的增加，人们更倾向于通过各种政治参与的渠道表达自己的意见、维
护自身利益，各种渠道都只是人们为达目的而可能选择的工具手段，无

论这种渠道是否容纳于现存的制度框架内。因而，制度内、制度外政治
参与的水平才同时上升。此外，由于文化资本概念和中国文化现象的
双重复杂性，如何选用更合适的指标对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文化资本
进行测量，也需要进一步的思考。
本文注意到了制度内、制度外政治参与之间的差别，尽管对此刻意

做了区分，但同样存在指标选择的有效性问题。本文还注意到了某些
自变量如教育对两类政治参与的不同影响，但仍不能回答是否教育水

平的提高同时带来了制度内政治参与的降低与制度外政治参与的上升

以及这种差异之间的关系。实际上，这一问题对于当前中国的社会秩
序维持至关重要。亨廷顿认为，政府把人们的政治参与需求容纳在正
式制度轨道内的能力，即制度化能力是政治形势能否稳定的一个关键

( 亨廷顿，1989: 51) 。本文的分析结果显示，尽管上海居民制度内参与
的比例远高于制度外参与，但仍有一半左右的人没有被容纳在正式的

制度化参与渠道之中。当然，除了基层民主选举之外，还有基层人大选
举等多种制度化的政治参与渠道，但某项调查显示的人大选举的参与

率同样未超过 50% ( 胡荣，2008 ) 。一方面，存在不同群体在制度外政
治参与方面的差异; 另一方面，包括性别、户籍、收入、职业、文化资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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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的自变量却不能对此贡献具有更多的解释能力。如果要回答是否
制度内渠道不能满足人们的政治需求并因此导致制度外参与的增加，

如果想寻求对制度外政治参与更有效的解释方式，仍需要更加细致、深
入、大范围的思考、调查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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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school tracking on status attainment is largely neglected． This paper argues
that middle school tracking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stratum reproduction in China
and should be studied carefully． Using data from CGSS2008，this study finds that ru-
ral and urban residents attending key junior or senior middle schools are more likely
to have higher levels of education，leading to higher occupational status in the labor
market as a result． Middle school tracking doesn’t have significant effect on people’
s current occupational status，however，it exerts indirect effect through influencing
educational attainment and the first occupational status attainment． Therefore，Chi-
na’s key middle school system has exacerbated opportunity inequality in higher edu-
cation，and consequently affects people’s occupational status attainment． Using em-
pirical data from China，this study expands and complements the Blau-Duncan's mod-
el regarding the role of education as the intermediate variable for status re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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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work in female-dominated occupations． And finally，females who use weak ties for
obtaining their jobs tend to work in gender-neutral or male-dominated occupations．

Cultural Capital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Shanghai social quality survey data Jin Qiao 84……………………

Abstract: One of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modern democratic politics is rational
and orderly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Based on 2010 Shanghai social quality survey da-
ta，this study tries to investigat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institutionalized political par-
ticipation and un-institutionalize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of Shanghai residents，and
analyzes the role of cultural capital i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s an exploratory study，
the author distinguishes education from cultural capital，and divides cultural capital
into three categories of embodied，objectified，and institutionalized cultural capital．
It is found that education improves the level of un-institutionalized political participa-
tion significantly． Cultural capital，especially the embodied category，has positive
effect on both kinds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Selective Pressurizing-Responding: An organizational study of the beha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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